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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云　 妍

关于清代的 “抄家”， 最早韦庆远先生曾作专文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

家案件》， 利用他在清朝中央档案中见到的抄家案例， 将清代抄家案件做了

归纳分类， 并对其性质和特征做了分析， 清代抄家的几乎所有重要问题文中

皆已触及。① 另一代表性研究是台湾学者魏美月专著 《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

研究》， 主要基于台北 “故宫博物院” 所藏宫中档与军机处档， 重点研究乾

隆时期的抄家制度和行政程序， 涉及查抄执行、 查抄范围、 抄物处理、 清册

制造等， 考察颇详备。② 这些研究起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奏折、 题本为

代表的清宫档案的 “出土”， 研究带有初步性质。

清宫所藏宫中奏折、 军机处录副奏折、 内阁题本、 内务府奏案和奏销档

等中央文书中存在大量的抄家原始记录； 清代历朝 《实录》 《起居注》 中也

有对抄家事件的记载。 另外， 清代 《会典》 与 《则例》 也涉及关于抄家的

❋

①
②

本文研究发端于 ２００９ 年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发起的 “中国历史上的家

庭资产结构研究” 课题项目。 作为一项准备性研究， 清代的抄家案例首次被集中整理和数

据化。 本文在资料收集方面前后历时七年， 蒙陈志武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林展

讲师提供支持， 文章写作亦获提宝贵意见， 在此诚挚感谢！
韦庆远：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 《学术研究》 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
据作者自述， 这些档案并不完整， 特别缺少大吏的抄家资料， “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有些重大

事件或与大员相关之资料为当日编史者提出未归档， 以致不能和文物一起南迁所致”。 见魏

美月 《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９６， 第 １２ ～ １３ 页。 此外， 近

年来还有一些关于清代抄家的研究， 如许惠润 《清乾隆朝抄家案件研究： 以甘肃冒赈案为

中心》 （博士学位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 ２０００）， 柏桦、 刘延宇 《清代抄家案件与抄没法

律》 （ 《西南大学学报》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马俊亚 《奉旨抄家： 乾隆后期的体制之彀与官场

生态》 （ 《南国学术》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等。

∗



一些法律规定。 近十多年来古籍档案的电子化， 数据库与数据分析技术在研

究中的逐渐应用， 使过去曾经耗时费力的资料查找和信息处理工作在今天变

得相对容易和高效起来， 也有助于我们去探索和获得一些更具确定性的认

知。 本文利用新的时代研究条件和技术， 试对清宫档案进行全面覆盖， 并从

统计的角度对清代的抄家做更全景的观察和更精确的描述。

一　 表述与流变

目前通常使用的 “抄家” 一词是一种口语化的表达方式， 在历史上的

官方典籍文献中其实并不常见， 直到清代雍正之后随着抄案大量出现， “抄

家” 作为约定俗成的词语才逐渐 “登场” 于正式文献。 乾隆十八年 （１７５３）

查办河道总督高斌徇纵事案， “抄家” 一词首次出现于 《清实录》。① 而更

早些时候， 雍正十三年 （１７３５） 清宫内务府档案 《着赔花名银数汉折》 中

有 “咨送安图抄家案”② 之句 （作者按： 安图系清初权臣明珠次子揆叙之管

家， 雍正六年被抄）， 说明 “抄家” 在日常用语中早已广泛使用并为官方所

接受。

在清代官方文献中， 抄家更多的表述是 “查抄” “入官” 以及在清初使

用较多的 “籍没”， 此外还有 “籍产” “抄没” “抄产” 等。 其中， 唯 “入

官” 并不完全对应于抄家， 官方的追赃、 接收无人认领的荒地、 查处货物

私逃课税等， 都会使用 “入官” 一词， 因此它的出现超过实际抄家案件的

发生。 以 《清实录》 为代表， 集中对其全文做关键词检索， 结果发现除了

“入官” 之外， “查抄” 出现的频次最高， 其后依次是 “籍产” “籍没” “抄

没” “抄家” “抄产” （见附录一）。 这些表述， 事虽同一， 但表达方式的不

同， 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代抄家的某种流变。

清初的抄家皆称 “籍没” （或 “籍没入官”）， 可能主要系延用历代正

史中的称法。③ 此时籍没的特征往往是家口、 财产并称， 妻子、 儿女皆为

２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２０１６ 年卷）

①

②
③

《清高宗实录》 卷 ４４６， 乾隆十八年九月庚申， 《大清历朝实录》 （全文电子版）， 书同文古

籍数据库， 下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内务府奏销档》 （微缩胶卷）， 第 １８９ 册， ０２０４。
通过对古籍电子数据库检索， 发现二十四史中皆称 “籍没”。



没收对象； 这既符合 “籍没” 的本义， 也与满洲的制度风俗结合在一起，

同时又与明清鼎革之际战乱和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有关。 据旧本 《清太

祖实录》， “天命三年四月十六日， 拆抚顺城……论功行赏， 将所得人畜

三十万散给众军”，① 可见在当时满洲人心目中， 人口、 牲畜是最重要的财

产。 清军入关， 剿灭抗清势力与平靖地方盗匪经常视为同一，② 籍没在社会

层面上大量发生。 顺治二年 （１６４５）， 顺天擒获土贼 １０１ 名， 皆枭首示众，

“各犯妻子、 头畜、 产业相应籍没入官”；③ 顺治四年， 江南反清人士顾咸正

等 ３４ 名人犯被处决， “各犯妻妾子女家产查明籍没起解”；④ 直至顺治十年，

都察院左都御史金之俊疏言， “大清律开载强盗无籍没之条， 近者刑部审拟

概行籍没， 以致地方签解盗属、 株累无辜”。⑤ 可知当时地方上仍以籍没为

普遍。

此外， 在满洲统治集团内部也早就流行籍没的风气。 清入关之前的

１６３９ 年， 皇太极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议豫亲王多铎之罪， “众议削王爵， 除本

夫妻外一切人口家赀籍没入官； 清帝命降为贝勒， 分其人口家赀”。⑥ 入关

之后， 多尔衮主持抄没索尼、 阿敏等人家产； 多尔衮死后， 顺治皇帝又抄多

尔衮家产。 在分析清代抄家之起源时， 韦庆远提到 “与满族上层统治者相

互兼并财产部属的习惯有关”，⑦ 应是从这些史实而来。 而 《清实录》 曾载

顺治十二年太子太保、 户部尚书陈之遴言， “满洲官员有罪， 多有籍家产，

革世职者”，⑧ 更可以佐证此论。

随着入主中原的局面已定， 为收拾人心、 巩固政权起见， 清朝也开始收

束和规范抄家行为。 顺治九年， 刑部尚书刘余祐条陈六事， 其中一项即为

３从数据统计再论清代的抄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转引自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９７６， 第 ２１５ 页。
例如顺治四年六月十一日刑部尚书吴达海题奏审拟 “山东大叛季摶、 季存济”， 首句称

“为捉获土贼事”， 可见视同贼盗。 《内阁大库档案》 （全称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现

存清代内阁大库原藏明清档案”）， 网页版， ｈｔｔｐ： ／ ／ ａｒｃｈｉｖｅ􀆰 ｉｈｐ􀆰 ｓｉｎｉｃａ􀆰 ｅｄｕ􀆰 ｔｗ ／ ｍｃｔｋｍ２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登录号： １１９２２６ － ００１。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００７６３２ － ００１。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０３８８７７ － ００１。
《清世祖实录》 卷 ７５， 顺治十年五月壬申。
转引自周汝昌 《红楼梦新证》 上， 第 ２２３ 页。
韦庆远：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 《学术研究》 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
《清世祖实录》 卷 ８８， 顺治十二年正月辛亥。



“强盗正法外， 律无籍没字样， 应免籍没”。① 顺治十年， 礼科给事中刘余谟

疏言： “至满洲籍没之法， 查大清律， 唯谋反重犯家产入官， 其余不在此

例， 并应一概除去， 以昭恤下同仁之谊。”② 顺治十一年， 兵部侍郎魏琯奏：

“籍没非圣朝之会典。”③ 此后， 籍没主要限于 “谋反谋叛” 之犯；④ 而随着

反清势力逐渐被镇压， 籍没事件数量也随之减少， 特别从康熙元年 （１６６２）

开始， 除个别有重案的年份 （如康熙八年除鳌拜及其党羽）， 籍没事件已很

少发生 （参见图 １）。

清代抄家的转折点发生于雍正时期， 正是在雍正一朝才真正开启了清代

的 “抄家政治”。 最主要的转折在于抄家成为政治手段， 用于打击异己势力

和惩处官员； 清代抄家的重心也由此转移至社会上层， 特别是大量针对权贵

显要和官员阶层。 雍正朝最著名的几起抄家事件， 包括雍正三年抄没年羹尧

及其党羽家产， 雍正四年圈禁和抄没胤禩、 胤禟家产等， 所抄对象或为雍正

政敌， 或为拥戴雍正继位有功而后势力膨胀的权臣， 显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

密相关。 雍正四年， 雍正皇帝在一道著名上谕中自称， “朕即位以来， 外间

流言有谓好抄没人之家产者”，⑤ 可证当时抄家之频繁及社会影响。 对此，

雍正皇帝的解释是， “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产之例， 是以朕将奇贪极酷之员

抄没其家赀， 以备公事赏赉之用”， 虽然声明是备用于 “公事赏赉”， 反露

出抄家在此时期的又一重要转折， 即抄家 “果实” 尽入皇帝私囊。 此前，

抄物的归属去向在文献中鲜有记载， 大部分仅模糊称 “入官”： 人口有 “给

付功臣之家为奴” 者；⑥ 牲畜和财物家当有给还失主或应受赔一方 （偷盗情

形） 者， 很多时候也酌情赏予首告和有功之人； 产业一般或变价或 “造册

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２０１６ 年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世祖实录》 卷 ６４， 顺治九年四月乙丑。
《清世祖实录》 卷 ７２， 顺治十年二月丁未。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２９４４２６ － ０３０。
康熙 《大清会典》 中载， “凡抄没人口财产， 除谋反、 谋叛及奸党， 系在十恶， 依律抄没，
其余有犯律不该载者， 妻子财产， 不在抄没入官之限， 违者依故入人流罪论”。 卷 １１４， 刑

部， 律例五， 户律二， 仓库， 《大清五部会典》，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下同。
《清世宗实录》 卷 ４６， 雍正四年七月丁未。
“凡谋叛 （谓谋背本国、 潜从他国） 但共谋者， 不分首从， 皆斩， 妻妾子女， 给付功臣之

家为奴 （姊妹不坐）， 财产并入官。” 康熙 《大清会典》 卷 １１９， 刑部， 律例十， 刑律一，
贼盗。



交部”。① 而至雍正时期， 清入关已有 ８０ 余年， 满洲上层社会的经济生活形

态已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雍正元年养心殿校对赵昌、 太监魏珠的家产被抄清

单， 人口、 牲畜等不再是财富的主要形式， 取而代之的是土地、 房产、 金银

珠宝、 玩器古董、 字画收藏等， 这些内容与原先的中原汉族官僚已无本质区

别。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抄家重点已不在人口， 而在私人财货； 而内含人

口因素、 具有缘坐意味的 “籍没” 一词显然已不大适用， 它在 《清实录》

及官方各种文献中的出现骤减， 以至到雍正之后几近 “消失” （见附录

一）。

虽然抄家之风兴起于雍正， 但雍正在最后几年还是收敛了抄家规模并放

宽了政策；③ 将抄家作为处罚官员的手段全面推行实施的是乾隆皇帝， 可以

说从乾隆之后， 获罪被抄彻底成为清代政治生活中的常态。 并且与雍正汲汲

于自辩、 唯恐外间议论形成对比的是， 乾隆对臣下财物的觊觎和搜敛有时几

近明目张胆。 乾隆十五年查抄云南巡抚图尔炳阿家产， 乾隆在给查抄大臣谕

旨中嘱道： “伊现查出图尔炳阿任所物件内， 若有可以解京看得之物件， 即

解至京交与崇文门收税处； 其不可解京平常之物件就在彼处变价。”④ 不久

之后， 贵重物品解京、 平常之物留当地变价， 已是不成文规定。 如乾隆四十

七年的一道谕旨中即称： “向来查抄物件， 原止应将粗重器皿及糟旧衣服留

外估变， 若细毛皮张及呢锦等件俱应行解京呈览。”⑤ 此外， 乾隆时期的抄

家又更经常在 “惩贪” 的名义下进行而极具掩饰性， 也因此， 迅速果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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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如顺治十年山东反清势力赵慎宽等人被擒收监， 刑部请旨将 “各贼名下家产变价、 并妻子

解部入官， 房地造册报部”。 《内阁大库档案》， 登录号： ０３６５３０ － ００１。
二人家产清单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译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８，
第 ２ ～ ３、 ４２７ ～ ４２８ 页。
例如在亏空问题上， 雍正五年下令， “嗣后有侵欺亏空之员……其搜查宦囊家产及于寄放宗

族亲党之处， 应不必行矣” （雍正 《大清会典》 卷 ３４， 户部十二）。 但雍正皇帝在法律制

定上显得反复无常， 雍正七年又令 “凡有亏空， 劾参之后， 一面于任所严追， 一面移咨该

旗籍， 察其房地产业， 毋得仍听本家子弟奴仆居住收租” （乾隆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 卷

３７）。
《宫中朱批奏折》，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初六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０７１６ － ０４７。
《寄谕阿桂等著严讯陈辉祖务得确供不得意在开脱推在属员身上》，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二十

四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第 ３ 册，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第

２６８６ 页。 实际上， 相较于 “细毛皮张及呢锦”， 玉器字画等物才是乾隆真正看重之物， 只

不过从不在纸面上说明。



去查抄 （或查封） 嫌犯官员的家产自然是获取其贪污罪证的当然途径。 乾

隆时代抄家谕旨中最常见到的话语之一是， “如有丝毫隐匿寄顿， 惟该抚是

问”， 可见唯恐抄得不彻底、 不全面； 而大臣们汇报抄家经过的奏折也经常

是 “臣等会同前往严密查抄”， “一面飞咨…… （原籍地） 一并查抄办理，

毋任丝毫隐匿寄顿” 等语。 到乾隆后期， 凡某官员涉罪， 地方官员往往不

待皇帝谕旨明示， 即刻自觉先往嫌犯地址将家产查封， 以防后者隐匿转移资

产。① 凡此， “查抄” 是乾隆时期抄家的核心观念和这一时期抄家的典型表

述。

大概是乾隆一朝抄家过甚， 嘉庆以后乃至整个 １９ 世纪抄家规模皆不如

前， 一方面文献中能见到的抄家谕旨数量减少， 另一方面地方在抄家执行上

有日渐流于形式的迹象。 咸丰二年 （１８５２） 曾督饬各省， “估变一切房屋应

饬认真督催， 据实估变， 遵照奏定章程”，② 可知当时对抄家变抵事久已不

实力贯彻。 唯至 １９ 世纪末光绪时期， 抄家在清代经历了最后一次 “回光返

照”： 根据对 《清实录》 的全文检索结果， “籍产” 一词在光绪朝出现数量

猛增 （高达 １９０ 条记录， 见附录一）； 结合各条记录内容发现， 自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 开始， 抄家几乎清一色地使用 “籍产备抵” 来表述， 与此对应， 抄

家的理由也同样几乎完全集于亏空一端 （ “亏欠银两” “亏短银米” “亏款

延缴” 等）。 但是， 光绪时期的抄家 “收效” 甚微。 例如， 光绪六年山东临

朐县知县严家正以 “亏短银两” （ “正杂仓等款” 共银 １７０００ 余两） 被逮问

并 “籍产备抵”，③ 但直至光绪十九年仅完缴银 ２３００ 百两， 终以 “原籍及任

所并无隐匿资财实系家产尽绝无力完缴” 提请豁免结案；④ 其他大多案例则

仅见籍产的谕令， 而无任何下文。 另外， 与乾隆时期抄家多涉总督、 巡

抚等高级官员的情形不同， 光绪朝的抄家很少及于大员， 甚至知府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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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一做法在雍正时期已开始强调。 雍正 《大清会典》 中记载， 雍正元年 “议准： 亏空官员

于题参时一面任所严追， 一面行文原籍地方， 将伊一切家产人口等物， 逐一严查， 造册存

案” （卷 ３４， 户部十二）。 但似乎直到乾隆时期地方执行才始显积极。
《宫中朱批奏折》， 光绪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４ － ０１ －
３５ － １３８６ － ０４６。
《清德宗实录》 卷 １２３， 光绪六年十一月辛未。
《内阁题本》， 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十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０２ － ０１ － ０４ －
２２５６２ －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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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亦少。 被下令 “籍产” 的官员共计 ４４４ 名 （见表 １）， 其中三品以上的

官员仅 １ 名 （总兵卫汝贵， 光绪二十年）， 其余大多为知县。 由此， 光绪

一朝的 “籍产备抵” 虽然看似壮观， 但与乾隆时期相比， 实际规模与影

响皆不能比肩。

二　 抄家数量统计与分布

清代总共发生过多少起抄家案件？ 这并非不可解之题， 因为清代最重要

的抄家案件在官方基本都有记录。 韦庆远曾看到 “约三百件抄家单”，① 魏

美月讲 “整个乾隆六十年间因案被抄家的不下二百人”。② 但清宫档案流失、

散轶甚至被刻意销毁者数量亦多。 笔者检阅 《清实录》 等已出版的清宫档

案资料， 后又分别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中研院查找， 从内务府奏销

档与奏案、 宫中朱批奏折、 军机处录副奏折、 内阁题本、 内阁大库档案中总

共确认出 ２５００ 多个抄家案例 （见表 １）。③

需要说明的是， 这一统计仍非完全， 因为它统计的只是在现存文

献中有记录可据的案例， 还有一些案例不在记录范围内或因档案散轶、

丢失而漏掉， 因此这 ２０００ 多例也仅是个保守统计； 特别是如果考虑到

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还可能存在大量根本不向中央汇报的抄案， 这

可能还是个非常有限的估计。 但是专就官员群体而论， 整个清代被抄

的官员计有 １５００ 多名， 这一数字应该比较接近于事实， 因为清代抄家

从总体上以官员为重点对象， 而这一群体客观上被官方文献漏掉的可

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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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韦庆远：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 《学术研究》 １９８２ 年第 ５ 期。
魏美月： 《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 第 １ 页。
上述资料中， 目前 《清实录》 有全文电子版， 可通过输入关键词 （ “入官” “查抄” 等）
使用全文检索功能查找， 其余出版物则以手动方式查找 （可能存在一些疏漏）； 对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中研院所藏清宫档案， 利用其电子检索平台使用标题关键词检索方式

查找。 所有查找出的案例既存在重复， 又相互补充， 并且同一案例的资料往往由于各自记

载信息不全， 需要集中统一起来加以对照参证， 以确认出包括人名、 年代、 身份、 地点、
事由等在内的基本信息。



表 １　 清代历朝抄家数量统计

总体 官员

数量（人次） 分布（％ ） 数量（人次） 分布（％ ）

顺治朝（１６４４ ～ １６６１） ６３１ ２５ 　 ７６ 　 ５

康熙朝（１６６２ ～ １７２２） １４１ ５ ４９ ３

雍正朝（１７２３ ～ １７３５） １３０ ５ ９０ ６

乾隆朝（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５） ７６９ ３０ ５１４ ３４

嘉庆朝（１７９６ ～ １８２０） １６３ ６ １２５ ８

道光朝（１８２１ ～ １８５０） ９１ ４ ５６ ４

咸丰朝（１８５１ ～ １８６１） ８５ ３ ７０ ５

同治朝（１８６２ ～ １８７４） ９９ ４ ９５ ６

光绪朝（１８７５ ～ １９０８） ４４８ １７ ４４４ ２９

宣统朝（１９０９ ～ １９１１） １６ １ ６ ０

总计 ２５７３ １００ １５２５ １００

　 　 注： 本表不使用 “案件” 计， 乃因同一抄案内可能涉及多人 （如官员亲属、 家仆、 长随等连带

被抄家）， 而同一人物一生中也可能存在两次被抄的情形， 故统一使用 “人次” 作为统计单位。
资料来源： （１） 《大清历朝实录》 （全文电子版，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清代历朝起居注合集》

（全文电子版，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档案出版社， １９８５）、 《康熙朝

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６）、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 （黄山书社，
１９９８）、 《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永宪录》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清代文字狱档》 （增订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 ２０１１）、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４）、 《宫中档奏折》 （雍正朝、 乾隆朝， 台北 “故宫博物院”， １９７７ ～ １９８９）、 《清宫避暑山庄档

案》 （全文电子版， 书同文古籍数据库）。 （２） 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 宫中朱批奏折、 军机处录副奏

折、 内务府奏销档、 内务府奏案、 内阁题本。 （３） 台北中研院藏： 内阁大库档案。

由表 １ 可见， 乾隆时期的抄家是整个清代规模最著者， ６０ 年内抄案几

占清代总体的 １ ／ ３ （３０％ ）， 可谓清代抄家之 “盛世”。 顺治朝规模次之

（２５％ ）， 但顺治时期的抄家与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有关 （战乱和平叛等），

不代表清代抄家的典型。 光绪朝的抄家规模不小， 特别就官员数量而言仅次

于乾隆朝。 道光、 咸丰、 同治三朝抄家数量较少。 当然， 每一朝的抄家规模

也与本朝皇帝各自在位的时间长短有关， 并不全然反映抄家的集中程度， 因

此有必要考察各皇帝执政期间平均每年抄家数。 根据表 ２ 可知， 年均抄家数

量最高者为顺治朝， 但正如刚提到的， 清初抄家的典型意义不强， 并且如果

单从官员被抄情况看， 顺治朝抄家频次并不高； 除此之外， 清末的光绪朝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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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总体上还是单就官员情形看都是抄家频次最高的 （平均每年 １３ 起）；

乾隆朝与雍正朝抄家总体频次也相对较高； 嘉庆、 咸丰、 同治三朝居中； 最

低的是康熙、 道光两朝。

表 ２　 清代历朝皇帝平均每年抄家数

单位： 人次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宣统

总体 ３５ ２ １０ １３ ７ ３ ８ ８ １３ ５

官员 ４ １ ７ ９ ５ ２ ６ ７ １３ ２

　 　

如果将清代的抄家数量逐年统计 （见图 １）， 则可以看到， 抄家数量在

时间分布上高度不均。 １７８１ 年 （乾隆四十六年） 出现了抄案数量的最大值，

这是因为清代最大的一起集体贪污案件 “甘肃捐监冒赈案” 在当年被查，

涉及 １４０ 多名官员。① 第二个高峰值出现在 １８８５ 年 （光绪十一年）， 奇怪的

是， 这一年并无重大案件， 唯在广西边境发生中法战争， 或许其中有某种间

接关联。 雍正皇帝继位的 １７２２ ～ １７２３ 年也是值得关注的年份， 这两年的抄

家数量几乎是 “平地而起”， 成为 １８ 世纪第一个重要的 “抄家年”。

如果从趋势上看， 清代抄家数量总体上并无上升或下降的趋势， 而是

呈时多时少的波动状态。 大致而言， 康熙时期抄家并不频繁， 很多年份无

任何抄家记录； 雍正初年数量骤升， 但随后几年下降； 乾隆早期数量尚不

明显， 大约自 １７４８ 年 （乾隆十三年） 数量开始增多， 此后间有波动， 但

数量普遍不低， 几乎没有数字为零的年份， 只是在 １７８２ 年甘省集体贪腐

案之后抄案数量有所减少； 从嘉庆朝至道光、 咸丰朝， 总体抄家数量逐渐

减少； 同治、 光绪朝开始后局面又变， 抄案集中程度相当高， 形成清代抄

家的最后一个高潮时期。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清史专家萧一山在评价清朝对

中国之统治时， 曾形容清代的政治是 “松一阵， 紧一阵”，② 专以抄家的历

史来看， 颇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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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乾隆四十六年 “甘肃捐监冒赈案” 案情， 参见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第 ２ 册，
“本册案例简介”。
萧一山： 《清史大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８， 第 １０ ～ 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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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 清代文献中关于抄家的记载与目前所能发现的

抄家原始记录数量并不十分统一。 １８ 世纪的抄案数量 （共 ９５１ 例， 其

中官员 ６３２ 例） 与 １９ 世纪 （共 ８０７ 例， 其中官员 ７１４ 例） 相比， 大致

等量齐观； 但清宫内务府档案中现存的家产清单， 内含抄家具体信息的

宫中档案 （如奏折、 题本） ， 以 １８ 世纪的数量居绝对优势， 远远超过

１９ 世纪， 二者是几近 ５ ∶ １ 的比例。 这一点也是考察和理解清代抄家数量的

一个重要侧面。

三　 被抄人员身份统计与分布

清代被抄家者都包括哪些人？ 对被抄人员身份进行鉴别和统计， 发现除

官员数量最多之外 （占 ５９％ ， 见表 ３）， 还有官员家仆及长随， 官员族亲、

幕僚和办事吏员， 无官职的士绅、 商人、 平民及太监、 庄头等。

官员的家仆和长随、 衙府中办事吏员、 幕僚， 以及官员族亲， 皆属围绕

或附庸于官员的群体。 官员贪腐， 这些人常常参与其中， 或是直接贪腐

（如收受门包和各种贿礼）。 清代官员特别是旗人社会蓄奴之风甚炽， 形成

所谓 “悍仆豪奴” （雍正语）。① 典型者如和珅之家仆刘全 （被查出家产 ２０

余万两， 嘉庆四年），② 再如 “藉势私蓄” 之云贵总督李侍尧家人张永受、

八十五、 连国雄 （乾隆四十五年），③ 历年在主人任上收受门包之陕甘总督

勒尔谨家人曹禄 （抄出银 ２ 万余两， 乾隆四十六年） 等，④ “招摇婪索” 之

两广总督富勒浑家人殷士俊、 李世荣 （乾隆五十一年）。⑤ 但官员的族亲，

常仅因与获罪官员关系较近而连带被抄， 如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之弟

国霖， 闽浙总督陈辉祖之弟陈绳祖， 本身并未涉案， 因被怀疑藏匿其兄家产

而同被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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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奭： 《永宪录》， 朱南铣点校， 中华书局， １９５９， 第 １３５ 页。
《清仁宗实录》 卷 ３７， 嘉庆四年正月壬申。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第 １ 册， 第 ９５２ 页。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 第 ２ 册， 第 １１９４ 页。
《清高宗实录》 卷 １２５４，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丙辰； 卷 １２６１， 乾隆五十一年闰七月辛卯。



表 ３　 清代被抄人员身份统计

官员

官员附庸

族亲
家仆、
长随

吏员、
幕僚

合计
士绅 商人 民人

其他

皇族

宗室
太监

庄头

等
合计

不明

数量（例） １５２５ １８ ６９ ５２ １３９ ８７ ９８ ６３９ １２ ２８ ２３ ６３ ２２

比重（％） ５９ １ ３ ２ ５ ３ ４ ２５ ０􀆰 ５ １ １ ２ １

　 　 注： （１） “士绅” 在本文中指官员以外的士人群体， 一般为有功名的人， 如生员、 举人。 （２）
“庄头等”， 包括庄头 （１２ 例）、 喇嘛 （２ 例）、 神甫 （１ 例）、 披甲 （２ 例） 等。

“民人” 是数量仅次于官员的被抄群体 （２５％ ）。 不过， 这一群体数量

可能是统计最不完全的一类， 因为如前所述， 地方上有可能存在相当数量的

不记入中央档案的民人被抄案例。 另外从已统计的情形看， 被抄民人大部分

集中于顺治时期各地平定反叛势力的特殊背景下， 承平时期则主要因与某案

关联才在文献中出现。

“商人” 数量占 ４％ 。 被抄的商人多为与内务府有关的商人， 即通常所

谓 “皇商”①。 据台湾学者赖惠敏考察， 内务府的主要收入实为关税和盐

业。② 因此， 内务府集结了大批盐商、 铜商。 这些商人由内务府领出巨额

“帑银” 行盐或办铜、 采买木植， 一旦资本不能归还， 即被查抄家产。

“士绅” 数量占 ３％ 。 相当多的士绅案例亦集中于顺治时期， 主要系因

他们的本来身份是明代臣士而多参与各地反叛事件。 如顺治十二年被获之贺

王盛、 冷应祥、 赵成甫、 江之龙等 １４ 人，③ 皆为前朝官员和士人。 清代承

平时期的士绅被抄案例则多发生在文字狱案件中。

其他身份的人还包括太监、 庄头、 皇族宗室， 各在 １０ 例至 ２０ 多例不

等； 另有喇嘛、 神甫等， 数量极少， 不成规模。

四　 事由统计与分布

清代抄家都起于哪些事由？ 韦庆远在 《清代的抄家档案和抄家案件》

２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 （２０１６ 年卷）

①
②
③

“皇商” 一词民间使用较多。
参见赖惠敏 《乾隆皇帝的荷包》， 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２０１４， 第 ２４ 页。
事见 《明清史料》 己编第二本，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第 １８６ ～１８８ 页， 江南总督马国柱残题本。



一文中将清代抄家案件分为四大类： 第一类， 皇帝对当时最有权势的大臣采

取断然措施、 逮捕处死并予以抄家的； 第二类， 对于被认为不符合自己心意

或严重违犯封建法纪的臣子给予惩罚并抄家的； 第三类， “文字狱” 案件中被

抄家的； 第四类， 因财务问题即追缴亏空欠款而予以抄家的。 这主要基于档案

中所见实际案例和对这些案例的性质判断。 魏美月将乾隆时期的抄案总体分为

两类： 一是纯属财政因素， 主要体现为亏空； 二是刑法上因罪而查抄， 包括

侵蚀钱粮、 军事失利、 违制、 欺饰、 叛乱等，① 这主要基于法律性质。

清代 《会典》 和 《则例》 规定了十几种抄家罪由， 包括谋反大逆和一

些刑事罪因等 （见附录二）， 但是除了谋逆反叛等少数几款能在实际案例中

找到对应， 这些律法规定与目前已知的清代抄家案情十分脱节。 律例中规定

的一些抄家罪由， 如私铸钱币、 “伪造茶引”、 猎场误射王公、 “投充人生事

害民”、 边禁处违例贸易、 通婚等， 在现有案例中极少对应。 清代的抄家主

要并不依据法律法规， 而是与皇帝的主观意志、 个人喜好有关。 顺治十五年

发生顺天府乡试贿赂案， 顺治帝欲重惩案员， 于是谕礼部， “朝廷选举人才

科目最重， 必主考同考官皆正直无私， 而后实才始得， 昨乡试贿赂公行， 情

罪重大， 已将李振鄴、 田耜等特置重辟， 家产籍没”。 这一案件被写入 《清

会典》 和 《大清律集解》 （雍正内府刻本）， 可见圣旨即法律。 因此， 韦庆

远之评价， “对什么人和犯什么罪应予抄家惩处， 《清律》 并无明确的条款，

事实上， 清代历朝皇帝也从没有受 《清律》 的约束”，② 虽然不尽准确， 但

相当中的。

在已发现的清代 ２０００ 多个抄家案例中， 就已知事由的案例 （占比约

９７％ ） 来说， 抄家的原因和情形复杂多样， 难以用单一标准划分。 本文依

据事类和案件同类程度， 分成逆叛、 贪腐、 亏空、 各种失职与败检不法、 言

论悖谬 （文字狱）、 军事失利等几类， 分述如下。

（一） 谋逆反叛及奸党

《清会典》 载， “凡十恶条内， 谋反谋叛犯人妻妾子女家产应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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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美月： 《清乾隆时期查抄案件研究》， 第 ２６ ～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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